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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交互影响 

——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付丽娜 彭真善 张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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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商学院，中国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构建了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和新型城镇化指数，并分析了这

3个指数在2005—2017年期间的时空演变规律。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方法分析三者的关联效应和影响机制，

从而克服变量之间因双向影响所导致的内生性的问题。结果表明：①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新型

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更大；②新型城镇化倒逼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较小；③产业结构合理化单向

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文章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产业布局，减少同构性，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产业发

展战略，提高产业高度化；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推动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促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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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各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城镇化不断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

的进一步分配，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转变。同时，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以及产业结构的

不断演变，也会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关系密切，

两者相互作用，协调发展。 

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59.58%，以每年 1.02%的速度在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直接手段就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

升级调整密切相关，第三产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而环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东部和中西部的过渡地段以及长江经济带与沿海开

发经济带的结合部，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尤其是对于中部崛起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和意义。因此本文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对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分析，希望能够找到推动两者

互促发展的有效路径。 

目前对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单项模式和双向互动模式。一种单项模式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推动城镇

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代表人物有 H.B.chenery[1]、库兹涅茨[2]等。国内学者对此研究较多，陈立俊等从第二、三产业对农村人口

的吸纳能力的角度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3]
。李志羿、牛婷等发现长期产业结构优化相比于短期产业结构优化更能

推动城镇化发展[4-5]。另一种单项模式关系则认为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里又分为两种观点，部分学

者认为会产生正向影响，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会产生负向的影响。李长亮、宋丽敏等认为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6-7]，而

Farhana、钱宏胜等则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面影响[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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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动模式下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主要集中在对其互动机制研究和协调发展研究。Markus Bnukner 针对城镇化与

农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得出两者为负相关的关系[10]。曾湘泉等通过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模式研究，找到了改变这

种互动模式的有效路径
[11]

。敖丽红、孙叶飞、龙奋杰等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
[12-14]

。刘凡等用

DEA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之间的互促效应[15]。刘淑茹等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并提出了相

应的调整对策[16]。 

通过对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大部分学者从单向模式的角度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而且大多采用线性模型进

行分析。有部分学者从双向模式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大多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DEA 模型进行两者关系的研究。而且对

于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上多数文献采用相对简单的处理方式，导致指标的代表性不强。为了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

中的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特征，本文分别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五个角度来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

而对产业结构则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角度来构建指标，并且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方法分析两者的关联效应

和影响机制。由于两者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如果用简单的线性回归容易产生内生性的问题，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能

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1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1.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环长株潭城市群 2005—201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于《湖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以及 EPS数据库。有些年份部分城市的数据存在缺失，本文利用均值插补的方法来补齐缺失的数据。 

1.2产业结构变迁指数 

考虑到产业结构合理化跟高级化两个层面反映产业结构变迁，参考何好俊的方法[17]，构建相应的指数。 

泰尔指数（Theil Index）一般用于分析区域收入水平或者个人收入水平差异，但是以往的学者也将它用于衡量产业结构合

理化。公式如下： 

 

式中：TL 是泰尔指数；I 是区域内 GDP;Ii是产业增加值；P 是区域内就业人数；Pi是区域内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如果 TL 是

0，经济是平衡的；TL偏离 0越大，代表合理性水平越低。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升级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为了更加简洁有效地衡量产业结

构高度化指标，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来表示，如下式： 

 

式中：OPT 表示产业高度化指数；I2为第二产业产值；I3为第三产业产值。OPT 的数值越大，意味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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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1.3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 

新型城镇化指标的选取相比于传统城镇化会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城市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备性等等，因此本

文分别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个角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情况，并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

的权重。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相对于主观赋值法，精度较高、客观性更强，能够更好地解释所得到的结果。通过对

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并遵循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的原则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表 1）。 

表 1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城镇人口比重 0.0535 

 人口城镇化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 0.0455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0.0323 

 空间城镇化 人口密度 0.0356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 0.0364 

  人均 GDP 0.0663 

  GDP增长率 0.0216 

新 经济城镇化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0.0507 

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713 

城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0.0828 

镇  年末职工平均工资 0.0246 

化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0.0348 

 社会城镇化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0.0351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0.0586 

  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0.0526 

  建成绿地覆盖率 0.0577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0.0766 

 生态城镇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591 

  工业 SO2去除量 0.0453 

  工业烟尘去除量 0.0596 

 

2 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格局 

2.1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的时间演变规律分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用 TL 指数来衡量，越接近 0 代表合理性越好，越接近 1 代表合理性越差。从图 1 可知 2005—2017 年环长

株潭城市群除了湘潭和常德，其它几个城市 TL值的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其中岳阳、长沙、株洲这 3个城市的 TL值相对较低，

说明要素配置较为合理，各个产业之间协调性也较高。而益阳、娄底 2 个城市的合理性指数较高，可能是因为其产业以传统产

业和农业为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投入不够，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高。湘潭和常德的

TL 指数有明显的下降，说明这 2 个城市在此期间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产业的合理性。娄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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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值波动不大，基本维持在 0.4附近，说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 1环长株潭城市群 2005—2017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图 2 为 2005—2017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高度化的时间趋势图。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的升级整体呈“U”型趋势，

2005—2012 年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一直在下降，主要原因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环长株潭城市群主要发展的是诸如工程机械、冶

金、机电、化工、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等地方性支柱产业，而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吸引劳动力就业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产业

结构高度化指数一直在下降。2012—2017 年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在不断提高，这与环长株潭城市群工业结构不断调整分不开。

除了提升原有的传统工业，环长株潭城市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服务业电子商务化，加快打造优势产业与创新产业

集群。这些都使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使得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得到不断提升。 

新型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全面的指标体系来反映。通过计算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五

个方面的指标来评价衡量城市的发展水平。图 3表示的是 2005—2017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反映出环长株

潭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长沙市的发展水平明显快于其他城市，位居第二的是湘潭市，2012—2013 年的

综合发展指数超过了长沙市。常德市在 2005 年处于最末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城镇化指数在逐渐上升，截止到 2017

年处于第五位，属于初始水平低但是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益阳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发展潜力很大，需要加大发

展力度。 

 

图 2环长株潭城市群 2005—2017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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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环长株潭城市群 2005—2017年新型城镇化指数 

2.2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结构格局变化 

本文基于 2005—2017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 8 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指数的数据，利用 ArcGIS10.4 软件进行可视化，按照等距

法将新型城镇发展指数进行分层，分别用由浅到深的颜色来表示其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的发展程度。图 4 呈现了环长株潭城市群

的泰尔指数的空间变化特征。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合理性程度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地理特征。长沙市和岳阳

市的合理性程度最高，而益阳和衡阳的合理性程度最低。通过对比 2005、2010、2017 年泰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1)

泰尔指数在 2010年变动幅度较大，而 2005和 2017年变动幅度相对较小。说明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合理性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

小，这可能与长株潭一体化经济的发展分不开。(2)产业合理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而合理化程度较低的集中在西

部。其中益阳和岳阳的合理化程度不断降低，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两个城市各产业之间协调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图 4 2005—2017年泰尔指数空间变化趋势图 

图 5表示的是 2005—2017年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高度化指数分布情况，通过对比每个地区颜色深浅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

(1)2005和 2017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空间差异较大，变动幅度分别是 0.71～1.60和 0.81～1.80，但是在 2010年附近差异变小，

变动幅度只有 0.50～1.00。说明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地区之间差异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大的规律。(2)通过观察 2017 年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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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高度化指数我们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比如长沙、岳阳和株洲，而高度化指数较低的

城市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比如湘潭和娄底。(3)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高度化整体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相比于 2005年高度化

程度，2010年整体较低，所以颜色整体偏浅。而到 2017年每个城市的高度化程度基本上都大幅度提升，因此整体颜色变深，甚

至超过了 2005年的高度化程度。说明第三产业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如图 6所示，长株潭城镇化水平具有“中心高、边缘低”和“南部高、北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并且通过对比 2005、2010

和 2017 年的长株潭城镇化指数图可以发现：(1)其城镇化水平发展整体呈现以长沙为中心的变动趋势。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

城市拥有高教、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优先获得了全面发展，而且作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具有辐射拉动的作用，能够拉

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辐射效应。但是辐射强度会随与长沙的距离增大而减弱，呈现出一定的“衰减效用”。(2)随

着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和政府金融支持程度的提高，长沙、湘潭、娄底和衡阳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领先，并且带

动其它城市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3)区域差距拉大，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2005 年的城镇化指数在 13.715624～28.00 之

间，而 2010 年的新型城镇化指数在 19.363866～40.00 之间，到了 2017 年新型城镇化指数在 26.54～60.00 之间，这表明环长

株潭城市群整体城镇化水平随着《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的发布得到了有力推动，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由于各

个城市经济基础的原因，其城镇化水平差距也在不断地增大。 

 

图 5 2005—2017年产业高度化空间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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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5—2017年城镇化发展空间变化趋势图 

3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动态计量分析 

3.1研究方法 

PVAR 模型是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考察的是多个变量之间动态互动的关系[19]。本文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与产业

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在动态演变的，因此利用相应的自回归模型（PVAR），并且根据获取的

2005—2017年具体数据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考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如下的 PVAR模型： 

 

式中：i代表所选择的地区，包括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常德、娄底、益阳、衡阳 8个城市；t为样本所涉及的年份，

本文所选数据年份为 2005—2017年；yit作为系统变量矩阵，是一个包含了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三

维向量；αi和βi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列向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基本假定；γj为滞后第 j

阶的参数矩阵。 

本文利用环长株潭城市群 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计量分析，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使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况，使

用 Stata15 软件针对城镇化、合理化以及高度化取对数，记为 lnNU、lnTL 和 lnOPT。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本文首先利用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测量变量的平稳性和长期关系，后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变量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如果互为因

果关系，则可采用固定效应的 PVAR模型进行面板 GMM估计，来考察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再进行模型稳定性检验判断模型是否稳

定，最后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冲击图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 

3.2平稳性检验 

将 lnNU、lnTL以及 lnOPT进行检验发现它们都是非平稳数列，因此分别对三者进行一阶差分。经过处理以后，分别用 LLC、

IPS、Fisher-ADF及 Fisher-PP四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都显示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我们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

结构高度化以及新型城镇化指数都属于一阶单整平稳数列的结论。 

3.3协整检验 

本文中的 3 个变量 lnNU、lnTL、lnOPT 都是一阶单整的平稳数列，所以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下面对这几个变量进行

Kao 检验[20]。表 2 为 Kao 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表中计算了 5种不同的检验统计量，得到的 P 值均小于 10%，因此可以在 10%的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表 2 Kao检验结果 

 Statistic p-value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1.6422 0.0503* 

Dickey-Fuller t 2.3521 0.0093***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 1.9193 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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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djustedmodifiedDickey-Fullert 1.6876 0.0457** 

Unadjusted Dickey-Fuller t 2.5004 0.006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依据 Kao 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到各面板数据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的结论，因此接下来将进一步对各变量开展相应

的格兰杰关系测定。 

3.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对 lnTL、lnOPT、lnNU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我们还需要确定滞后期数的长度，因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于

滞后期的选择很敏感，不用的滞后期选择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本文根据模型不同滞后期下的 AIC 和 SIC 值，最终选

定 2 阶滞后期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从短期看即一阶滞后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互为因果。从长期来看，产业

结构高度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合理化是高度化的原因。 

3.5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分析，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且互为因果的关系，本文将选用面板向量自回归

（P-VAR）进行分析，考察 3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消除模型中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导致的结果偏误，本文使用连玉君[18]的

PVAR2命令针对时点效应采用“截面均值差分法”消除，利用前向均值差分可以有效管控个体效应，这样就能达到滞后、转置两

种具体变量的正交。因为这些变量会有内生性的情况，所以在具体的分析中会选取变量滞后 1 期当成具体的工具变量，并开展

GMM估计，结果见表 4。并且利用 AIC、BIC信息准则，分析模型估计滞后 2阶是最优估计（表 3）。 

表 3滞后期检验 

lag AIC BIC HQIC 

1 -5.329 -4.123 -5.142 

2 -5.998* -4.737* -5.594* 

3 -4.847 -3.119 -4.333 

4 22.383 24.592 22.970 

 

表 4展示了 lnTL、lnOPT、lnNU3个变量滞后一期的 GMM估计结果。 

根据分析结果可得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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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VAR回归结果 

h_lnNU方程 h_lnTL方程 h_lnOPT方程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h_lnNU（-1） 0.436***（0.00） h_lnNU（-1） -0.006*（0.098） h_lnNU（-1） 0.006（0.36） 

h_lnTL（-1） -1.125**（0.049） h_lnTL（-1） 0.546***（0.00） h_lnTL（-1） -0.364（0.18） 

h_lnOPT（-1） 0.032（0.19） h_lnOPT（-1） -0.016（0.982） h_lnOPT（-1） 0.753***（0.00） 

h_lnNU（-2） 0.062*（0.032） h_lnNU（-2） -0.001（0.243） h_lnNU（-2） 0.025**（0.01） 

h_lnTL（-2） -0.735*（0.075） h_lnTL（-2） 0.073**（0.063） h_lnTL（-2） -0.352*（0.064） 

h_lnOPT（-2） 0.115**（0.04） h_lnOPT（-2） 0.002（0.75） h_lnOPT（-2） 0.011（0.8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代表检验的 P值。 

无论是 lnNU、lnTL 还是 lnOPT，其滞后 1 期都呈比较明显的正向作用，其具体的系数为 0.436、0.546、0.753，这就可以

看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以及新型城镇化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自我促进机制。在方程式（2）中，

滞后一期的 lnTL 对 lnNU 的系数为-0.125，而滞后一期的 lnOPT 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短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对

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更大。滞后两期的 lnOPT对 lnNU的系数为 0.115仍然小于滞后两期 lnTL对 lnNU的系数

0.735，说明就目前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新型城镇化发挥着更大的影响。由此可见短期内环长株潭城

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应通过产业结构内部协调性的调整，以及资源的有效分配的推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产业结构

才会逐步由合理化向高度化发展。 

在方程式（3）中，lnTL滞后一期与二期对 lnTL当期都有一定的影响，说明新型城镇化有一定的累积效应。lnNU滞后一期

对 lnTL的影响系数为-0.006。说明新型城镇化虽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有一定的倒逼机制，但是作用非常小。目前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大。 

从方程式（4）中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 lnNU 对 lnOPT 的影响不显著，而 lnNU 滞后二期对 lnOPT的影响系数为 0.025。说明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长期的影响，而短期内作用不明显。结合第一个方程式我们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与新型城镇

化存在长期的双向影响关系。同时通过对比系数可知，新型城镇化对高度化的影响一般会比高度化对城镇化的影响要小一些。

lnTL的滞后二期对于 lnOPT影响为-0.352，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从长期来看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两者是单向关系。 

3.6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模型稳定的情况下，对 lnNU、lnOPT、lnTL 开展具体的脉冲响应研究，即在其他变量保持稳定不变的时候，其中某一个

变量冲击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变量的动态反应情况。图 7为试验了 2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的脉冲响应图。 

图 7a～图 7c表示的是产于结构合理化（lnTL）对其自身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lnOPT）与新型城镇化（lnNU）的冲击响应。

lnTL对自身的冲击，第 1期就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往后影响逐渐减少，第 15期往后收敛于 0；对于一个标准差产业结构高度

化（lnOPT）的冲击，产业结构合理化（lnTL）的相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有可能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在行业成长并不是

非常合理的时候，一味地追求产业发展模式丰富化、高级化，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产业发展质量和产业效率的低下，反而使得

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明显。一个标准差的新型城镇化（lnNU）的冲击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表现出负的影响，第 3

期达到最大值，然后迅速衰减，到第五期以后逐渐接近于 0。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数是越接近 0越合理，所以它与新

型城镇化之间呈负相关。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倒逼机制，当新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进一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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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能源的合理分配，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 

图 7d～图 7f表示的是 lnOPT对其自身以及 lnTL与 lnNU的冲击响应。lnOPT对自身的冲击，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自身的脉

冲响应的路径相似，对自身的冲击在第一期达到正向最高值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衰减，在第 15 期以后逐渐趋向于 0；产业

结构高度化（lnOPT）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lnTL）的冲击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响应，在第二期到达负的最高值，然后依次衰减，

到 15期以后逐渐衰减为 0；一个标准差的 lnNU对于 lnOPT冲击效应在第一期作用不明显，到第二期达到最大值，然后迅速衰减

为 0。说明新型城镇化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倒逼机制在短期内作用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倒逼机制，也就

是说当新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的提高。 

图 7g～图 7i表示的是 lnNU对其自身以及 lnTL与 lntOPT的冲击响应。lnNU对自身的冲击保持稳定的正向影响，在第一期

达到最大值，然后从第 3 期到第 15 期逐渐衰减为 0；对于一个标准差的产业结构合理化（lnTL）的冲击，新型城镇化（lnNU）

呈现出明显的负向脉冲响应，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越合理，越能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于一个标准差的产业结构高度化（lnOPT）

的冲击，新型城镇化（lnNU）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第三期有所降低，第四期又有抬升，然后从第五期到第十五期依次下降，

最后收敛于 0。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高度化长期来说对于新型城镇化产生正向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都能够促进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只是产业结构高度化需要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它主要是一个长期影响，短期内

可能效果不明显。 

 

图 7脉冲响应函数图 

注：红色为脉冲响应线，绿色和蓝色分别代表 5%和 95%的分位点线。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了城镇化跟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为如何利用产业转型促进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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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提供政策依据。本文通过对环长株潭城市群 2005—2017 年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产业结构合理化无论是短期还

是长期，对新型城镇化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长期效果更明显。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短期效果不明显，长期

效果更显著。通过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更大地影响到新型城镇化。(2)长期来看，产业结构高度化与新型

城镇化存在双向互动的对称关系，而且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更大，新型城镇化倒逼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

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3)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但是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倒逼机制没有形成，因此只存在非对称的影响。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产业布局，减少同构性，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环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

镇化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需要优化产业布局，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首先要确定长株潭 3 个核心城市

的产业布局，依托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形成一个辐射圈，拉动周边城市的发展。长株潭 3 个核心城市目前产业分工

不明确，产业重复率比较高，重点不突出，导致很难发挥个体优势。对于长沙这个省会城市，应该重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同时打造具有湖南红色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加快信息、金融等配套产业的发展；株洲作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的

副核心，要充分发挥工业、交通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同时在陶瓷业上也要下更多的功夫。湘潭也是

副核心城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提高产业的技术

水平和效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此外还要努力发展尖端技术产业，建立一批品质过硬的品牌，突出优势项目，完善第三产

业。同时，其它城市也需要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和核心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分布合理化，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大

幅度提高。 

第二，调整产业发展战略，提高产业结构高度。产业结构高度化与新型城镇化双向交互影响，因此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有

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要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加工业的融合，同

时促进消费性服务业和特色服务业的发展，能为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同时又调整了第三产业比重，优化了产业结构；(2)

工业化发展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努力做到轻型化、民生化和创新化，努力培育产业集群和工业产业链，发挥集聚效应和辐

射效应；(3)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立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 

第三，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推动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促发展。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

形成了人口转移，城镇中心扩大效应，则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实证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还没有

形成良好的倒逼机制，因此需要协调这两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相互促进的作用。(1)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健全城

乡一体化改革。这样一方面能够将土地上解脱出来的农民真正实现市民化，另一方面为第三产业提供大量劳动力，有利于促进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2)进一步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将会导致社会不

稳定。对这一部分人进行进一步的职业教育，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素质，提升了

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3)转变将各种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核心市区的发展战略，提倡核心城区带动

周边小城镇协同发展战略。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就需要对产业合理布局，在发展市区的同时带动小城镇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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